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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语

如何有效应对邻避冲突是当前政府所面临的一项

紧迫课题。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对邻避冲突

的事件性回应，采取冲突—维稳的研究视角来考察政

府对冲突事件权宜性的压制或妥协，主要通过冲突事

件的规模和影响程度以及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和维稳两

大动机来解释政府回应策略的选择。而事实上，有研

究显示，地方政府在平息冲突事件之余，还进一步调整

决策模式，通过共识构建、利益协调等方式对冲突进行

制度性吸纳。［1］-［3］由于冲突—维稳的研究视角注重

于对冲突事件本身的分析，而忽略了政府选择冲突回

应策略时所处的城市治理环境，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

为什么同样对于邻避冲突事件，地方政府存在事件性

回应和制度性回应这两种不同的回应模式？

城市治理理论强调不同城市的历史传统、制度架

构、治理文化等因素对地方治理实践的影响。从这个

视角出发，本文认为应当跳出对冲突事件本身的关注，

而将冲突回应研究放置更为广阔的城市治理环境中，

考察地方政府采取不同回应模式的影响因素。在此

基础上，本文提出地方政府回应邻避冲突的解释框架。

本框架指出，一方面，邻避议题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

程度构成政府回应策略选择的目标动力；另一方面，地

方治理网络的开放程度、政府制度吸纳能力构成政府

回应策略选择的制约条件。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解释

框架，本文选取了昆明炼油项目和番禺垃圾焚烧项目

两起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两地政府对邻避冲

突分别选择事件性回应和制度性回应策略背后的治理

条件和影响因素。

二、地方政府回应冲突事件的现有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冲突—维稳的研究视角，考察

地方政府基于矛盾消减的考虑，对冲突事件采取权宜

式的回应机制。蔡永顺通过对 266 个群体性事件的系

统分析，提出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四种回应策略，

包括容忍、压制、妥协、和有原则地妥协（即满足抗议者

诉求，同时对部分或全部抗议者实施惩罚）。［4］李静君、

张永宏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花钱买平安、法律行

政吸纳、人情式动员的方式来应对群体性事件，其中花

钱买平安是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方式，即地方政府通过

与抗议者协商补偿方案来平息事件。［5］

地方政府如何回应冲突事件主要取决于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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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影响程度、地方政府的政治回应逻辑这两方面

因素的影响。冲突事件的社会影响程度，包括事件规

模、破坏力以及媒体关注度等，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回应

策略的选择。冲突事件的规模越大，参与人数越多，就

意味着抗议诉求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理应得到政府

的回应。［6］冲突事件的破坏力是指冲突过程中是否存

在暴力行为。这是由于暴力的使用直接冲击日常制度

规范，破坏社会稳定和秩序，从而迫使地方政府迅速回

应。［7］冲突事件若能获得媒体的关注，则有助于扩大

事件的影响力，动员公众支持，形成舆论压力，从而改

变抗议者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8］

地方政府的政治回应逻辑，包括追求政绩和维护

社会稳定的双重动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会

如何选择回应策略。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能够拉动

当地的投资和就业，增加政府的财税收入，提升城市竞

争力，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和晋升的巨大助力。这也

解释了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引进邻避项目的原因。［9］

然而，一旦邻避项目的选址问题引发群体性冲突事件，

就会触发地方政府的维稳动机。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及

时控制事件发展，致使冲突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和

舆论压力，就可能引发中央政府的介入和问责，甚至对

地方官员进行惩罚。［10］这就意味着在面临邻避冲突时，

地方政府需要在这两种动机之间进行比较和权衡。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聚焦于地方政府对社会冲突

的事件性回应，采用冲突—维稳的研究视角来考察地

方政府为平息冲突事件所采取的行动策略。然而，事

件性回应模式面临多重治理风险，一方面，花钱买平安

的方式不断推高下一次的维稳成本，对地方财政构成

沉重负担。另一方面，权宜性回应会损耗政府的公信

力，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导致各种舆论风

波。［11］事实上，在事件性回应之外，地方政府还会通过

调整决策模式对邻避冲突进行制度化吸纳。比如在广

州番禺，地方政府在满足居民诉求后，还以积极主动的

姿态与居民共同进行垃圾焚烧政策的再制定。制度性

的回应模式遵循治理的逻辑，其目的不在于平息特定

的冲突事件，而在于通过对话协商、利益协调、建立共

识来促进多方行动者合作实现治理目标。由于冲突—

维稳的研究视角倾向于强调事件的冲突性特征，而忽

略了对冲突回应所处的治理环境的具体分析，因而不

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同样对于邻避冲突事件，地方政

府存在事件性回应和制度性回应这两种不同的回应模

式？从城市治理的视角出发，不同地方政府由于在城

市治理目标、社会治理环境，及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存

在差异，对邻避冲突的成本—收益分析也各不相同，从

而形成对冲突事件的不同的回应模式。因此本文认为，

为了深入理解不同城市政府对邻避冲突的差异化回应

模式，必须跳出以冲突—维稳为主的研究视角，将邻避

冲突的政府回应研究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城市治理框架

中进行考察，充分考虑不同地方政府回应冲突的目标

动力、制约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从而系统揭示地方政府

采用不同回应模式的条件及原因。

三、城市治理视角下政府回应邻避冲突的解释框架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城市治理理论是针对城市

管理过程中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所提出的一种新

兴城市管理范式。［12］由于仅靠国家权威已不足以应

对公共管理的各项任务，政府必须通过与私人部门、社

会组织及个人等多个行动者之间达成集体行动来实现

城市治理目标。［13］这背后反映出人们对于“权力”认

识的一种转变。传统韦伯式的权力观是一种“凌驾于

他者之上的权力”（power over），强调等级结构和严格

控制。而基于治理的权力观则是一种“指向于特定目

标的权力”（power to），强调通过合作和动员来实现治

理目标的能力。［14］从这个视角出发，城市治理理念包

含以下几个关键要素。第一，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协

作。改变政府自上而下的封闭决策模式，鼓励私营部

门、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

过程中，寻求多方利益相关者共赢的治理方案。第二，

强调政府对治理规范的制定和完善。改变政府直接介

入的城市管理模式，致力于治理环境及条件的改善，促

进各参与主体之间建立共同愿景、协商价值冲突、及形

成治理共识。第三，强调政府对参与主体的信任和赋

权。改变政府统管一切的决策管理模式，赋权于基层

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和治理过程。构建一个开放灵活

的横向治理网络。

由于邻避设施选址问题频频引发争议，很多文献

主要从群体性事件的角度来考察邻避冲突。事实上，

邻避设施选址应该属于城市治理的研究范畴。一方面，

邻避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与城市管理、经济社会发展密

切相关。以垃圾焚烧厂为例。城市居民消费模式的变

化导致生活垃圾数量的急剧增长。传统的垃圾填埋方

式已不足以应对，而能有效促进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

资源化处理的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又频频受阻，使城市

面临的垃圾管理问题日益严峻。另一方面，邻避设施

选址属于典型的选址决策难题，即由于兴建那些能够

带来整体性社会效益但对其周围特定人群会产生负面

影响的基础性设施而引发的公共决策困境。邻避设施

选址涉及周边居民的直接利益，容易遭到居民的激烈

反对，从而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因而，邻避设施决策既

考验了城市政府对社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平

衡，也考验了城市政府在选址决策过程中的程序规范

性和决策艺术性。

从城市治理的视角出发，本文提出地方政府回应

邻避冲突的一个解释框架（见图 1）。政府回应邻避冲

突时的目标动力和制约条件是影响政府回应策略选择

的两大因素。政府回应的目标动力主要取决于邻避议

题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程度。现有研究大多将邻避

冲突看作一系列同质化的冲突事件，假定这些冲突都

是利益驱动型的。而事实上，邻避冲突涵盖多个不同



1152018 年第 8 期 总第 398 期

公共安全 中国行政管理
C H I N E S E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议题，比如经济发展模式、环境保护、风险防范、程序正

义等。有些邻避议题并不完全是利益驱动型的，同时

也包含公益性、环保性的诉求。也就是说，抗议居民不

只是要求邻避设施“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同时也关心

邻避设施所涉及的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难题的解决

之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抗议居民和地方政府的目标

可能存在全部 / 部分重合，这就意味着两者之间更有可

能存在协商合作与制度吸纳的空间。

图 1　政府回应邻避冲突的解释框架

政府回应邻避冲突的制约条件包括地方治理网络

的开放程度、政府制度吸纳能力两个维度。地方治理

网络包括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相关企业、专家学者、新

闻媒体及环保组织等多个行动者。地方政府在地方治

理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网络

的形态，包括是否欢迎新成员的进入、是否容易产生变

革性的政策结果等。［15］我国不同城市由于历史传统、

经济水平、制度结构、治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地方治

理网络的开放程度也各不相同。如黄荣贵、桂勇对上

海和广州的业委会联盟的比较分析发现，由于上海的

物业管理制度建设相对成熟，基层冲突治理机制较为

完善，使得上海业委会联盟呈零散状态。而广州由于

物业管理制度供给相对不足，基层纠纷处理机制相对

薄弱，导致广州业委会联盟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16］

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解释不同地方政府在应对邻避

冲突中所呈现的差异性，我们必须考虑邻避冲突所处

的城市治理环境。地方治理网络的开放程度越高，就越

有可能容纳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过程，并通过促进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学习来建立信任机制，从而

也就越有可能达成地方政府对邻避冲突的制度性回应。

政府制度吸纳能力也是地方政府选择回应策略时

所面临的制约条件。鲍静的研究指出，能否有效处理

公共危机，主要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提升其政策能力，

实现危机过程中的利益协调、舆论应对以及资源动员

等。［17］应对邻避冲突时，政府是否能在平息冲突事件

的基础上，将矛盾冲突吸纳到城市治理体系中，主要取

决于地方政府的制度吸纳能力。具体来说，政府的制

度吸纳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话协商能力，二

是制度建设能力。对话协商能力主要指地方政府能否

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沟通、促进共识达成。这既需

要政府公布充分的项目信息、提供畅顺的沟通渠道，为

多方行动者的利益表达提供平台，也需要政府灵活运

用非正式的沟通方式和谈判策略，促成多方都能接受

的利益协调方案。［18］［19］制度建设能力主要指地方政

府能否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制度化，使之成

为一个能有效承载经济、社会和环境关系的“容器”。［20］

其中政府主要扮演促进者、调停者的角色，通过制度创

新、机制建设等方式来改善治理环境，从而推动城市治

理目标的实现。［21］地方政府的对话协商能力和制度

建设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对邻避冲突进行有效吸纳，

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来改善相应的治理环境，从而实

现对邻避冲突的制度性回应。

四、对两起邻避冲突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通过对昆明炼油项目和广州番禺的垃圾焚

烧项目进行比较分析，来具体阐述为什么地方政府对

邻避冲突会采取不同的回应模式。

（一）昆明炼油项目

2005 年，中石油启动了云南 1000 万吨 / 年炼油项

目的选址规划工作，2009 年确定落户距昆明 40 公里的

安宁草铺工业园区。该项目作为中缅原油管道配套建

设项目，是国家能源战略的一部分，总投资达 200 亿元，

投产后预计带来的中下游相关产业产值将达 2000 亿

元，相当于云南省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该项目

于 2010 年开工建设，两年后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获环

保部批复。2013 年 2 月，当地媒体《昆明日报》刊发《国

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中石油云南项目，安宁将成西南石

油中枢》一文后，安宁炼油项目开始引发舆论关注。昆

明市民担心炼油项目中包含的 PX 生产会给当地带来

环境、健康风险。针对民众的质疑，昆明市政府于 3 月

29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项目经过最严格审查审

核，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22］然而发布会并未披露项

目的具体细节，也不接受记者提问。由此，民众的不安

情绪通过网上论坛、社交媒体迅速蔓延。

5 月 4 日，近 3000 市民在昆明市中心的南屏广场

聚集，抗议炼油项目。为安抚民意，昆明市政府随即组

织了几场新闻发布会和市民恳谈会，一方面强调安宁

炼油项目环保投入达 32 亿元，已通过包括大气、水资

源、地质灾害等 53 个重大专项研究和论证，另一方面

表示 PX 项目将实行民主决策程序，“大多数群众说不

上就不上”。［23］［24］然而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来控制舆论，包括在新浪微博上屏蔽“昆明”、“PX”

等关键词，迅速删除市民上传的发言、图片和视频，并

要求高校师生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参与、不传播、不评

论炼油项目的相关内容。［25］这些做法加剧了市民对

政府的不信任，引发了第二次抗议活动。5 月 16 日，超

过 1000 市民聚集在云南省政府门口进行抗议。昆明

市市长李文荣当场表示会加强与民众沟通，包括公开

炼油项目的环评报告、开通市长微博等。

两次抗议之后，当地政府迅速启动了基层维稳措

施。云南省宣传部制作了大量有关炼油项目的学习资

料和宣传手册，一方面从国家战略高度宣讲云南炼油

项目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从专业技术角度说明 PX 生

产的安全无害性。云南省政府一边要求省内各机关单

位、大专院校等组织团体认真做好中石油云南炼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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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学习宣讲工作，一边通过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

深入每家每户进行云南炼油项目的宣传科普工作。［26］

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使得民众舆论暂时得以平息。

经过公众、媒体和环保组织的多番呼吁，中石油在

6 月 25 日公布了云南炼油项目的环评报告。多家环保

组织对环评报告进行审阅之后，发现该项目在公众参

与缺失、选址不合理、腾挪环境容量以及与民争水等多

个环节存在漏洞，呼吁中石油立即停止该项目的非法

施工建设。为了深入了解环评报告的审批流程，多家

环保组织共同拜访了云南省多个政府部门，希望与相

关部门开展沟通对话。然而，环保组织的沟通请求却

遭遇到政府官员的各种躲避和推诿，使得对话不能有效

开展（访谈 20141205）。在面对种种质疑的情况下，昆明

1000 万吨炼油项目的建设一直在热火朝天地进行。［27］

（二）番禺垃圾焚烧项目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及居

民消费习惯的改变，广州生活垃圾产生量十年间翻了

一番，全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高达 12000 多吨。［28］

广州市政府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却相对滞后，致使全

市超过 60% 的生活垃圾不得不由兴丰垃圾卫生填埋

场超负荷处理。［29］其中，番禺区作为广州主要的生活

垃圾生产地之一，面临的垃圾问题尤其严峻。番禺每

天产生 2000 吨垃圾，而番禺垃圾填埋场的原设计能

力仅为 400-500 吨 / 天。［30］据估计，现有的番禺生活

垃圾填埋场将于 2012 年填满封场。［31］番禺区政府从

1999 年开始着手编制番禺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于 2002 年由区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对垃圾焚烧厂

的选址几经波折，最终在 2006 年选定于大石会江村。

2007 年，该项目获广州市发改委批复，并通过公开招标

确定了项目建设的咨询单位。

2009 年 2 月，广州政府网站发布了《关于番禺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工程建设的通告》，说明番禺

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是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

计划于 2010 年建成并投入运营。9 月，番禺区市政园

林局局长表示垃圾焚烧厂已基本完成征地工作，计划

国庆之后正式动工。这一消息引发了周边居民的反对。

会江村附近汇集十多个超大规模的楼盘，有三十万中

产业主在此居住。业主担心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会

给当地社区带来环境和健康影响，并通过集体签名、递

交公开信、发放宣传单、开展口罩秀等一系列戏剧化行

动来表达反对。事件高潮发生于 11 月 23 日，近千名

业主和村民聚集在广州市城管委门口，通过散步、喊口

号、贴标语等方式，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番禺业主的集体行动引起地方媒体的高度关注。

《南方都市报》、《新快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

方日报》等广东本地媒体对事件进行了密集报道。其

中《南方都市报》组建了专门的报道团队，对番禺垃圾

焚烧议题进行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新快报》记者则一

直跟踪报道社区业主的活动情况。［32］从报道内容来看，

本地媒体并没有一边倒地采用诸如“经济发展”、“技术

进步”、“信任政府”等支持政府决策的话语框架，而更

多是从公众的视角切入，采用诸如“技术风险”、“程序

正义”、“政策倡导”等话语框架。［33］媒体的持续关注

使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迅速成为了公众议题，从

选址合理性、程序合法性、项目科学性、环境污染性、及

政商利益输送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多元对话。多名垃圾

焚烧技术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议题讨论，形成“主

烧派”和“反烧派”两大阵营，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分析

垃圾焚烧的技术和管理问题。于此同时，番禺业主自

发组建了多个网络小区论坛，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开

展对垃圾焚烧问题的广泛讨论，包括垃圾焚烧的环境

风险、国外垃圾处理的政策和经验等。广泛的社会讨

论推动了垃圾焚烧舆论的持续发酵。

在与公众、媒体、专家的互动过程中，番禺区政府

对垃圾焚烧厂选址的决策思路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政府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多次表态说番禺焚烧厂选

址的环境审批一定会有公众参与，环评不通过绝不开

工。12 月 10 日，番禺区政府召开创建垃圾处理文明

区介绍会，公布了《创建番禺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方

案（征求意见稿）》，宣布该区将重新修编垃圾处理的系

统规划，一方面将聘请专业机构开展垃圾处理规划和

区域环评，另一方面将由政府部门、专家、市民代表共

同参与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建设。12 月 21 日，广州市政

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重大民生决策公众征询

工作的规定》，提出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社会涉及面

广的 12 个重大民生决策领域，决策过程须经过拟制、

审核、公示、审定四个阶段，广泛听取民意，充分调查论

证。2010 年 1-3 月，广州市政府启动了以“广州垃圾

处理政府问计于民”为主题的公众建议征询活动，在大

洋网、南方网、奥一网及金羊网等四家网络媒体上开设

专题讨论区，听取市民和专家关于采取哪种处理方式、

在哪里处理等问题的意见，统一收集后供政府决策。

2011 年 4 月，番禺区政府公布了五个建设垃圾焚烧厂

备选地址，分别为东涌镇、榄核镇、沙湾镇、大岗镇和大

石街，并公布了电话、网站、邮箱、邮寄地址四种途径征

集民意，最终结果将根据群众意见、环评分析和专家论

证来确定。

（三）对两起案例的比较分析

在以上两起邻避冲突案例中，昆明市政府采取了

事件性回应策略，而番禺区政府则采取了制度性回应

策略。不同回应策略的选择受到邻避议题性质、地方

治理网络及地方治理能力等因素的影响。首先，昆明

的邻避冲突起源于炼油厂选址，主要涉及地方经济发

展和能源战略问题。由于炼油项目的经济收益主要归

于企业和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并未产生直接联系，这

使得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很难形成共同的治理目标。

地方政府看重的是炼油项目带来的财税收入，而居民

担忧的是炼油项目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治理目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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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分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和民众的对话空间。

番禺的邻避冲突起源于垃圾焚烧厂选址，主要涉及城

市治理问题。由于番禺所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与

每个居民都切身相关，从而使得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

的治理目标有很高的契合度。遭遇居民的抗议之后，

番禺区政府将议题从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转移扩大成

番禺区垃圾管理问题，成功将邻避议题变成了政府和

居民共同的治理目标，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和积极参

与，从而形成合作治理的格局。

其次，两起案例中地方治理网络的开放程度存在

明显差异。昆明的地方治理网络相对封闭。政府主要

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注重从技术角度对项目的

可行性进行论证。面对居民的质疑，政府的沟通方式

以单向宣传为主，比如 3 月 29 日的新闻发布会既不披

露项目细节，也不接受记者提问，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民众的不信任情绪。在抗议行动爆发之后，政府主要

采取维稳措施，包括屏蔽网络关键词、要求高校师生签

署承诺书、加强项目宣传和基层动员等。即使居民和

环保组织要求参与项目的环评过程，地方政府并没有

接纳新的行动者进入治理网络。番禺的地方治理网络

则相对开放。从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争议开始，整个

社会就形成了一个鼓励多元对话的民主审议空间。在

相对宽松的氛围下，本地媒体不仅追踪报道了事件的

发展走向，更从多个角度推动了社会对垃圾焚烧议题

的广泛讨论。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关于“主烧”和“反

烧”的辩论使议题讨论趋于理性化，而网络论坛的兴起

则进一步推动了议题讨论的民主化。

最后，两起案例中地方政府对邻避冲突的制度吸

纳能力也有所不同。昆明市政府在面临冲突事件时，

与民众的对话协商能力相对较弱。比如多家环保组织

为了深入了解环评过程，试图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而

政府部门对此却采取躲避和推诿的态度，使对话不能

有效开展，从而也失去了让环保组织作为政府与民众

之间的沟通桥梁的机会。番禺区政府在冲突事件面前，

不仅表现出较强的对话协商能力，同时还体现了通过

制度建设来吸纳冲突的能力。在遭遇居民反对之后，

番禺区政府决定重新修编垃圾处理的系统规划，并邀

请专家、市民代表共同参与选址决策。与此同时，为了

预防类似冲突事件的发生，广州市政府还通过了《关于

重大民生决策公众征询工作的规定》，将重大民生领域

决策过程的公众咨询环节进行制度化。

五、结论和讨论

从城市治理理论出发，本文认为邻避冲突回应研

究应当超越对冲突事件本身的分析，将冲突事件放置

于更为宏大的城市治理框架中进行考察。这种视角有

助于揭示城市治理环境对地方政府选择不同回应策略

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什么情况下地方政府对邻避冲

突会采取制度吸纳的回应模式。本文的研究发现，冲

突议题与城市治理目标越契合、地方治理网络的开放

程度越高以及政府制度吸纳能力越强，地方政府越有

可能对邻避冲突采取制度性回应策略，通过调整决策

过程将邻避冲突纳入城市治理体系。

本研究对我国地方政府应对邻避冲突具有重要政

策意义。由于邻避冲突所涉及的议题各不相同，不同

议题又会影响到政府回应策略的选择，因而对邻避冲

突不能用同质化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应根据邻避冲突

的议题性质进行分类处理。邻避冲突具有多种议题特

征，有些公益性、环保性议题与政府治理目标全部 / 部

分重合，从而存在更多制度吸纳的空间。因此，地方政

府在应对邻避冲突时，可以通过对相关议题进行重新

定义，来缩小抗议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差距，促

进双方达成共识。

我国不同城市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治理

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

也各不相同。不同的治理环境会影响政府回应策略的

选择，因而对邻避冲突的回应必须结合特定的城市治

理环境进行综合考察。政府决策模式会影响到政府与

民众的互动过程，包括地方治理网络对新的行动者的

接纳程度、及政府愿意改变决策过程及结果的弹性程

度。其次，地方领导的个性和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变量。

地方领导更看重任期内的经济发展绩效，还是长远的

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会影响政府选择回应策略时的成

本 - 收益分析。此外，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对邻避冲

突的回应模式有重要的影响。相比于直接介入冲突事

件的平息和调解，政府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决策过程

的创新，构建公众参与和冲突吸纳机制，从而以更加主
动的、前瞻性的态度来回应和消解邻避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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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Varia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Nimby Conflicts： From Urban Governance Perspective

Sun Xiaoyi

［Abstract］ Existing literature tends to adopt the social stability maintenance perspective to examin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Nimby conflicts. This perspective neglects the urban governing environment the conflicts embedded in， and 
thus cannot explain why local governments adopt incident-based and institution-based responses respectively. 
Enlightened by urban governance theo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responses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broader urban governance framework so as to disclose the variation of response pattern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is proposed to understand government response to Nimby conflicts. On the one hand， 
the extent the Nimby agenda consistent with urban governance objectives constitut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government respons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openness of local governance networks and government capacity 
of institutional absorption compose the constraining factors. Policy suggestions are given in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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